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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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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 制 日 货 运 动 的 重 要 目 标。中 国 机 制

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 上

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

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

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

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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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８年，“二辰丸案”引发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此后，日人对华侵逼日亟，中日两国冲突频

仍，而囿于国力尤其军力不均衡的考量，国人屡以经济抵制作为报复和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

此亦是构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截至抗战初期，抵制日货运动多达十余次，频

率之高，中外罕见。晚近，伴随中日关系的每一次紧张，抵制日货的呼 声 亦 不 断 回 响 于 网 络 空 间。

本文以纸张为个案，试图梳理抵货运动对近代中国新闻出版行业造成的巨大困境，进而分析中国纸

业的进口替代水平和纸业市场的具体构成，在揭示抵货运动经济约束的同时，也对国人偏离抵货目

标的“卖国”之举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与理解。

一

　　日本机器造纸工业始创于１８７０年，“经之营之……一跃而为世界上之制纸国焉。然彼以蕞尔

小国，甚难消费国内产纸之总数，而上等货色，又不得不仰给外国，故中下等之货，极力向我国输出，

而我遂为彼之消费场。”［１］日本纸业的发展无疑得益于一战期间欧美无暇东顾远东贸易这一契机，

１９１２年日本输出的 纸 类 仅 值３００余 万 日 元，大 战 期 内 逐 渐 增 加，至１９１８年 则 已 将 近３千 万 日

元［２］８８。１９２６年日本纸业产额比１９１２年增加４倍以上，“其所以增加至是之速者，不可谓非欧战之

所赐也”［１］。我国进口纸类始载于１９０３年的海关关册，欧战期间英、瑞、德纸渐减，而日纸进口则突

增，１９３１年的日纸进口价值比１９１２年增加１６倍，比１９２０年也增加３倍以上［２］８８－８９。

因此，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抵货运动与输华日纸之间并无紧密关联，而自１９１９年以后，日纸则成为历

次抵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譬如，１９１９年６月３日的上海《新闻报》报道称，镇江纸业开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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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龙章、同孚永等１０余家纸业字号亦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即日起，不进日货，不用日货，倘
有私自图利再进日货者，一经查出，货物 销毁，凭公议罚。”［３］７４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上海彩印业公会

通告：“自今以后，我同业所用一切印刷材料，不准再购用日货……倘甘心违反，当报抗日救国会，严
厉制裁，绝不宽假。”［４］无锡车站转运公司决定拒装日货，锡成公司曾委托胜记转运公司将购自上海

的数件东洋纸转运至无锡，竟被该公司拒绝［３］７５，可见抵制日纸绝非纸上空谈。但是，抵制之举造成

纸类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等诸多问题，甚至酿成“纸荒”，从而深度冲击中国新闻出版行业。

据马寅初统计，１９１９年５月的日纸进口数量为２１　０９７担，６月减至７　９５６担，９月也仅为７　４５０
担［５］４７５－４７６，９月与５月的日纸进口数量相比，跌幅高达６４．６９％。日纸进口的减少乃是抵货运 动 经

济效力的重要表现，但此举也同时深刻制约着新闻出版行业的日常运转。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

在日记中对五四抵货期间接济同业度过纸荒难关的情形记载甚详：６月２４日，“同业要求让售有光

纸，鲍先生查复，照现存及本馆所购者恰好相接，难再让。嗣与迪民考究，拟于维昌７月中到货２００
件让出３０件，即告瑾怀”。３０日，“同业城内公所同业要求让纸，有几家已经停机。余告仙华、酌量

通融”。７月３１日，“包文德来言，鸿宾斋来购有光纸，已售与８００令。余言，已售者可勿计，但以后

拟暂缓。因中华出有告白，本馆拟借售纸以示抵制”。８月３日，“与鲍、包谈售纸与同业，至多只能

限１０件。包意似不足。余力谓不可过多”。４日，“中华来函，由李柳溪者携来，买有光纸１　０００令，

印刷拒绝”。据其８月６日统计，抵制日货以后售给同业有光纸４　８３０令、新闻纸５　２５０令，且“所有

分馆经手者不在内”［６］６０３－６２５。小本经营的纸商和出版机构深受抵货运动冲击自不待言，甚至与商务

印书馆并驾齐驱的中华书局亦产生原料不足问题，由此则不难窥见抵货运动对出版行业的冲击力。

１９２８年抵货期间的纸荒问题亦颇为严重。《顺天时报》曾以“报纸行情突涨，各报馆颇形恐慌，

将有无纸印报之虞”为标题，对抵货运动给北平新闻出版业造成的困境进行了宣扬：“据调查，报纸

行情，遂即大涨。平时每令价值４元５角，连日以来，已涨至５元９角和６元之间，至昨日，已涨至６
元以上，更有肯出６元以上之价，尚无处购买。据昨日之调查，北平向发售报纸之敬记、成记、同益

各家纸庄，存纸亦属不多，统计各家所存不过３百数十令，预计５日以后，１星期以前，北平各报馆，

即有无纸印报之虞，报界纸慌将在目前也。昨日午后，报纸市价，有６元３、４角，突涨至７元之谱，

各报馆颇形恐慌。”［７］４５８作为日人所办刊物，其舆论导向无疑是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其中所反

映的纸荒问题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早在１１月１８日，北京报界即致函反日会，要求通融购用日

纸问题［８］４７７。反日会鉴于“没收日货长久搁置，不但毁坏堪处，而损失特大，且有报馆因感纸荒，屡

函该会挽救”，故组织拍卖行，“请各报馆到该所购买新闻纸”［８］４７８。１２月１２日，天津反日会亦以“没

收日货，长久搁置，不但毁坏堪虞，损失亦大”为由组织拍卖所，拍卖所没收日纸［９］。从拍卖结果来

看，此次拍卖售出报纸甚多①，而大批油墨、誊写板、自行车等却无人问津［１０］，可见纸张需求最为急

迫。天津反日会为解决天津纸张紧张问题，曾经求助上海总商会调查国产纸张，上 海 总 商 会 答 称

“上海尚无报纸出品，浙省报纸厂亦正在筹备时期，出品尚需时日，为救国前途计，获请先行采办瑞

典报纸，以供应用”［１１］。可见在印刷媒介时代，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国度，完全不购用外国纸张已

经极其困难。宣传抵货甚力的天津《民国日报》曾经违例购买日纸，而纸张为反日会所扣留。北京

警备司令部亦曾在天津订购大宗日纸，以此印刷反日宣传材料，但也被天津反日会所扣，警备司令

部为此特派员赴津商洽，反日会以“抵制 日货，应由倡导者以身作则”之由断然拒绝［１２］。１９２９年１
月１０日，北京反日会查获的日本商品中，即包括糖、纸、香蕉等物数十件［８］４７６。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出版的《月华》杂志在其栏目“编辑室谈话”中，明确将其上期延迟出版的原因归结为“因为抵制日

货，报纸闹饥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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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引文中“报纸”或“新闻纸”，与现时涵义有别，多系印刷报纸所用纸张之旧称，而现代所称“报纸”，民国时期亦有称为“报

纸”或“新闻纸”。



诚然，也有部分报馆抵制日货甚为坚决，勉强使用并不适宜的国产土纸。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６日的

《华北日报》以“仇纸泛滥全国之际，四川报界独用国纸”为题，声称：“四川省各地新闻纸，素来兼用

仇货及夹江纸，省外新闻业，恒识其粗黄不堪寓目。去年九一八以后，仇货绝迹，新闻全用土产之夹

江纸印刷，一般读者，已成习惯。”［７］４９７然而此举终非常态，亦难以持久。３０年代初北平出版业所用

纸张“概系舶来品，尤以日货价低易销，每年输入数，至为惊人。以舍此别无替代品可用，势将停刊

也。市内有初起造纸厂，竭力仿造，质地粗黑，不适用，产量亦微。闻有直接向瑞典、挪威采购者，亦
居最少数。现在报纸市价，每令四元四五角（曾由三四元涨至七八元），西洋货价格稍高”［１４］７４。而

据北平市社会局调查，当地纸市“外国纸品，有大报纸，东西洋皆有，以东洋为多，其牌号有旗牌、墨

龙丹凤等十余种。有薄记用之夫式纸，有印书用之道林纸（上海天章造纸厂仿造道林纸，惟出口不

多，色略灰白），有名片用之卡片纸，有写铜版用之蜡纸，有吃墨纸，有复写纸，有各色色宣纸牛皮纸

毛太纸，有洋宣纸洋粉连纸洋高丽纸，有黄书皮纸灰书皮纸，皆以东洋货为多……惟平市纸业概以

贩运推销为本位，而舶来纸品势力尤为伸张。即以大报纸—种而论，市内几有离开洋纸不能营业之

势”［１５］２４９－２５１。因此，１９３２年初北平报界曾经因为使用日纸而 与 抗 日 会发 生 纠纷。“抵货后，平市报

纸成大问题。西洋纸非短期间可到，中国纸供不应求，各报万不得已，仍多用日货”，１月３日，抗日

会检查发现《事实白话报》使用并存有日纸，遂抓捕编辑何卓然，“置木笼内”，并扣留日纸２０件。经

军警当局出面协调，抗日会释放何卓然，但未返所扣纸张，同时该会宣称将捣毁北平各报馆。当局

派军警分赴各报馆加以保护，而各报馆亦组织“报社大同盟”以求自卫。新闻记者公会连夜推派代

表８人面见张学良，陈述事件真相，要求切实保护各报馆。张当即饬令军警当局，立即以严密办法

取缔一切轨外行动，藉以维持地方治安。翌日，张学良面示抗日会铁血团，认为新闻纸因无他货替

代，应该排除在抵制范围之外，所扣纸张应速返还。同时，记者公会仍然继续交涉。抗日会答应返

还所扣日纸［１６］。苏联《真理报》记者甚至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抵货运动导致上海仓库中积压的日

本纸张价值高达２５０万美元，“日商指望（而且不无根据）国民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会要这

些纸张的”［１７］３９７。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日方一直强调国民党是抵货运动的支持者。

原料供给严重不足，价格大幅上扬，此乃抵货期间之常态。新闻出版行业或依赖同业接济，或

违背抵货规则而购用日纸，甚至遭受木笼囚禁的惩处，行业的生存难境自不待言，而抵制效果亦势

必相当有限。下表显示，如果将抵货年份与上年进行比较，其 中有 三 个 年份 的日 纸 进 口 值 有 所 降

低，１９２０年下降４１．９３％，１９２２年下降１８．５０％，１９２３年降低０．５１％。但是，进口值不降反增的年

份则更多，１９１５年抵货运动期间，因为一战而导致西洋纸类的来源几乎断绝，因而日纸进口值反比

１９１４年增加４１．００％，而洋纸进口总值则反而下降２．１０％。１９１９年日纸进口值尽管小于洋纸进口

总值的涨幅，但仍然高达２４．２９％。１９２５年高达４２．４６％，而洋纸进口总值则下降了５．１１％。１９２７
年仅上涨５．１４％，但洋纸进口总值则降低８．１４％。１９２８年上涨２８．８４％，远远高于纸类进口总值

１４．２９％的涨幅。甚至在抵货最为激烈的１９３１年，也仍然增加８．５１％。从日纸进口值与纸类进口

总值的变动趋势看，１９１４年中国进口日纸１　５００　０７４两，１９２９年增至１３　０８８　６６９两，十余年间增长

了８．７倍，１９３１年则更增加到１９　８７７　００２两，是１９１４年的１３．３倍。而１９１４年中国进口洋纸的总

值为６　４７０　７６８两，１９２９年为３４　３４２　６５５两，仅仅增长５．３倍。日纸进口明显超过纸类总进口的增

长速度。从历年日 纸 进 口 值 与 洋 纸 进 口 总 值 的 比 例 来 看，尽 管 一 战 结 束 后 有 所 降 低，但 也 多 在

３０％至４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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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１９３１年中国纸类进口状况比较表（单位：海关两）

年份 进口洋纸 增减百分比 进口日纸 增减百分比 日纸与洋纸百分比

１９１４　 ６４７０７６８　 １５０００７４　 ２３．１８
１９１５＃ ６３３５０４５ （－）２．１０　 ２１１５１５２ （＋）４１．００　 ３３．３９
１９１６　 ９５２８６３７　 ３９７９０７８
１９１７　 ６２４９２９３　 ４０８３２４８
１９１８　 ７２４３５６４　 ４５４６７４９　 ６２．７７
１９１９＃ １０２１２６５２ （＋）４０．９９　 ５６５１１０３ （＋）２４．２９　 ５５．３３
１９２０＃ １４１５９１８６ （＋）３８．６４　 ４４７５６６６ （－）４１．９３　 ３１．６１
１９２１＃ １５３１１８７３ （＋）８．１４　 ６３５２３２６ （＋）４１．９３　 ４１．４９
１９２２＃ １３６８９２５８ （－）１０．６０　 ５１７６９９９ （－）１８．５０　 ３７．８２
１９２３＃ １６６２６５１９ （＋）２１．４６　 ５１５０６１１ （－）０．５１　 ３０．９８
１９２４　 ２０１０８６７８　 ５４０６９４９　 ２６．８９
１９２５＃ １９０８０９７７ （－）５．１１　 ７７０２６３３ （＋）４２．４６　 ４０．３７
１９２６　 ２７６６８６９２　 ９０２９３４０　 ３２．６３
１９２７＃ ２５４１６３８４ （－）８．１４　 ９４９３３４８ （＋）５．１４　 ３７．３５
１９２８＃ ２９０４８８２５ （＋）１４．２９　 １２２３１４２３ （＋）２８．８４　 ４２．１０
１９２９　 １３０８８６６９
１９３０　 １８３１７６３１
１９３１＃ １９８７７００２ （＋）８．５１

　　　　　（资料来源：１９１４－１９２８年的洋纸进口数值来自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５表“入口货总值分类

　统计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４号，１９３１年版；１９１４－１９３１年日纸进口数值来自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

　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附表４“由日输入货物分品统计表续（１９１２－１９３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有关百分比为笔者

　计算。标＃者为抵制日货年份）

此处不拟据此而妄加臧否新闻媒介民族主义情感之有无或强弱，而是进一步分析他们缘何不

选择国货和西洋货作为日纸替代品。

二

　　我国乃系世界纸业发祥地，“考造纸之术，权予于东汉蔡伦，洎乎元季，浸传于法，英、美各国，师
吾成法，改用机制，利用木浆，发明填料，而纸之为用大著”［１８］。随着近代文化教育和新闻传媒的不

断发展，中国纸类需求日增，但进口替代则严重不足，惟有依赖进口洋纸，诚如时人所言：“清末门户

洞开，欧化东行，纸张一项，遂被倒注，演成洋纸充斥之现象。”［１９］

我国新式制纸工业发端于清季的上海，但工厂数量少、规模小，所产纸类品种和品质均不敷需

求。１９２５年抵货运动期间，有人将我国纸张的供需关系 喻 为“一发”与“全身”：“进口洋货之 大宗，

除棉货、纱花、煤油、五金、砂糖、面粉、纸烟等类外，即以纸类进口价值最巨。而上述各大宗物品，大
都国内已设厂制造，虽生产力未丰，然尚有成绩可言。假以时日，予以培植，或可发荣滋长，独造纸

厂虽有建设，效果殊微。国内所需，悉恃舶来品供应。现计上海、汉口、武昌、重庆、成都、江门、济南

等处所有造纸厂，重庆之富川纸厂，系造火柴盒用纸，汉口财政部造纸厂，尚可造新闻纸、印刷用纸

及钞票证券用纸张，其余大抵仅能造有光纸或其他洋纸而已，且出品不多，唯上海各厂，尚比较为生

产力强者，然因国内印刷出版业发达、商贾营业繁盛之故，各项纸张之需要量骤增，国内产品与需要

量相衡，若一发之与全身也。”［２０］江南制纸公司在其扩充计划中亦曾指出，我国机器造纸厂“合南北

各省”不足１０家，资 本 总 额 仅 仅５百 万 元，且 所 产 纸 张“质 粗 量 少，价 复 奇 昂，殊 不 足 以 供 应 需

要”［１８］。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３４年的调查，资本超过４０万元以上的造纸厂也仅１１家，“此等

工厂，设备虽不能称为完善，大致尚可敷衍，然以营业成绩不良，非陷于停办状态，即勉强维持现状，

其他小规模之造纸工厂，萧条情状，又可想而知矣”。纸类品种主要是竹纸、连史纸、毛边纸、宣纸、

高丽纸、表芯纸和方高纸等，而对于需求旺盛的新闻纸、印刷纸、证券纸以及玻璃纸、有光纸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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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纸张，我国所产“为数几微，不得不受舶来品之支配”［２１］。总之，我国每年输入纸张以用于新式

印刷为主，而国产纸张仅仅适用于“普通日常书写包裹拭揩”，新式书肆中“举目但见日本货”，纸店

及新书店“苟无日本货之支持，将陷于无法营业之境”［２２］。

不仅如此，中国机制造纸工业所需机 器 和原 料亦 须 仰 仗 外 人。１９２５年抵货风潮初起时，有 人

建议仿造洋纸以助抵制而塞漏卮，并向商务印书馆征求意见，但商务印书馆认为原料和机器均无法

自给：“查造纸一事，敝公司于五六年前，曾经计划考查，我国虽有种种原料，而欲以机器制造，必须

先将原料造成块片纸浆，方可通用。若竹茗草，均可用作原料，但如何化制成浆，我国此时尚无所发

明。最高之料，厥为碎布。查各纸厂所用碎布，凡分五等，惟我国之碎布，或使用过久，实已朽烂，或
挟来杂物，污秽不堪，以加选择，耗费太巨。故欲与各国第五等之碎布相比，亦且不及，则惟有用极

强烈之化学药品，以资溶洗，原有纤维蚀腐殆尽，故造成之纸，毫无弹力。即市上所售洋连纸，即欲

作上等包裹之用，而亦有所不能。今世界所通用者，为木类所制之纸，我国东三省境内，所产此类木

料甚丰，尽可敷用，然纸厂规模更大，且必须有铁路煤矿与森林毗连，更有极大之水源，以供一切之

用，方可着手，我国此时是否有此伟大之资本家。即有此伟大之资本家，东三省此时能否发起此种

工业，恐尚是一问题，否则仍须向外国购办原料，而机器及其他一切附属物品，均须仰给于人，恐仍

不足以为漏卮之塞也。”［２０］１９３２年北平市社会局的调查报告称：“平市纸业概以贩运推销为本位，而
舶来纸品势力尤为伸张。即以大报纸—种而论，市内几有离开洋纸不能营业之势。今欲振兴纸业，

先在能自造纸方为根本计划。我国南方人士、汲汲集资办新闻纸厂时有所闻。政府提倡造纸工业，

亦不遗余力。惟各国造纸之进步一日千里。在１８世纪时，造纸仅以破布为主要原料，至１９世纪始

发明机制木浆。直至今日，可谓洋纸原料完全取诸木材。现更进而用甘蔗渣……日人在台湾创设

三亚制纸会社亦用甘蔗渣为原料，有每日产额约１０吨之设备，出品均属佳良。……我国南方用竹

制纸甚早，惟外国现经研究成功之竹浆制法，实异其趣，不去节、不分竹之年龄，其制造最经济、亦最

适用。我国若不急起直追，至为可虑。闻济南华兴造纸厂，设备宏大，每日可出报纸四五十令。惜

所用原料，仍系旧布及麻袋。亟宜添置新机，改用木材。就已成之局，为改良救济之图，当易为力。

无论厂方官方及地方人士，均须极力提倡扶助，俾底于成。庶几能有大量出产，足供华北需要，则非

独平市之幸也。”［１５］２４９－２５１马寅初甚至认为国人“未注意于动态的社会，死守成法”乃是中国贫弱之根

本原因，他也以造纸为 例，认 为 我 国 二 千 余 年 前 即 已 发 明 纸 张，但“囿 于 用 旧 式 方 法 制 造，不 思 改

进”，仅能制造普通用纸，而印书纸、票纸以及新闻纸均仰给于外国，每年输入之纸浆即多达２　８００
万海关两［２３］。更有甚者，中国机制造纸 工业的创设肇端，亦离不开日方的技术支持。中西合办的

华章造纸厂由日人大川平三郎设计一切，华资龙章造纸厂的设计和监督“胥出于日本王子制纸会社

堀越寿助之手”［１８］。

三

　　抵货运动的反对者提出：“抵制日货首先就不要看报了，因为中国报纸均是日本纸”，而运动倡

导者则认为：“新闻业者，皆国民先进，必有方法不用日本纸仍办中国报，其他类似报纸的需要而为

国货所无者，不妨暂用西洋货，以待国货之产生。”［２４］２

但是，价格低廉和运输便利正是日纸在中国市场竞争制胜的重要凭借。江南制纸公司工程师

张天荣指出，“吾国文化向上，国内纸类之需要又加无已，而国内生产无几，固为一纸类之消费国也。

然日本品于制造原价上，比他国品约贵５％，其品质及包装上，较之他国品，亦多逊色，只因日本国

内生产过剩，不得已廉价（比他国品廉或同等价）出售”，在他看来，日纸之所以在我国大受欢迎，原

因不外三端，即“距离最近，定货后不数日内即可交货；运输便利，到货期确；在中国有多数之洋行或

代理店，各为自谋扩张销路，不惜牺牲，廉价拍卖”，因此，他对欧美产品能否取代中国市场上的日纸

颇为疑虑：“今后吾国纸类市场，将转而仰给欧美，亦未可知，吾人拭目以观其后。”［１］中国银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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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于１９３４年亦指出，“洋纸长驱直入，而尤以日本品活动最 力。彼 日 货 品 质 虽 较 逊 于 西 洋 各

国，然其价格低廉，为各国所不及，在我国市场，遂摄得牢固之地盘。九一八事变以前，各国洋纸对

华输入，日本常居第一二位，沈变以后，中日经济，虽濒绝交，而日本洋纸暗中活动，倾销如故，此虽

日商手段之恶劣，实亦我国纸业衰落有以致之。”［２１］直至１９３６年，《国际贸易情报》仍将日纸输入我

国激增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拥有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年来我国新闻及文化事业日趋发达，所需纸

类亦日增月盛，而尤以新闻纸用纸之需要最为迫切。日本与我国为最近邻，在运输交通方面，较欧

洲便利，所以日本纸之向我国输入亦特多。”［２５］

或激于民族大义，或为规避风险，部分人士诚有可能选择价格较高的欧美纸张。资本雄厚的商

务印书馆则为显例，经理张元济在其日记中记载：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翰于会议席上称，存大有光

纸无多，不过十日之谱，小有光纸已无存。余谓，此项纸初到时，余即劝包不必急售。现既不敷，只

有静候来纸，万不能用东洋纸。”［６］６６３２４日，“告翰，宜多备有光纸，即美国纸贵亦可买。”［６］６７３此举并

非个例。粤海关税务司费克森在“粤海关民国１７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中曾经谈及，由于印务发

达，１９２８年广州纸类进口由上年的１３７　３３４担增至１４４　５４１担，而年底日纸完全绝迹于市，“各纸商

不得已向别国采办应市，价值虽贵不计也。”［２６］７６５纸商不顾西洋纸价昂而敢于购进，成本当然要转至

新闻出版业。３０年代初的北平，“闻有直接向瑞典、挪威采购者，亦居最少数。现在报纸市价……

西洋货价格稍高。”［１４］７４不仅西洋纸价格高于日纸而制约出版业的原料选择，甚至因为“西洋纸非短

期间可到，中国纸供不应求，各报万不得已，仍多用日货。”［１６］

西洋纸不仅价格较昂，而且其输华数量与纸张类型也制约着新闻出版界放弃日纸之后的替代

选择。一战前，我国烟草用纸主要来自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等国，但自欧战以后，这些国家的烟草用

纸来源断绝，日本同类纸张输华日见增加，１９１７年，日本烟草用纸输出总值共计１５８万余元，输 至

我国者为４１万余元。１９１８年我国纸类进口共值７　２４３千余两，而进口的日本纸“实占大半”，“此虽

欲抵制而事实上有所不能者也”［２７］。１９２５年，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洋纸，“实以英日货占最多数，殆为

不可掩之事实”，在北方所销纸类中，“日本几有独占之势”，尽管南方“尚在互争雄长之中”，但１９２４
年上海的新闻纸进口，日居首位，而黄纸板进口，日本竟占８４％［２０］。据蔡谦对１９１２至１９３１年中国

纸类进口状况的统计，我国在欧战前的进口纸类以来自日本及香港者为最重要，各占进口 总 值 的

３０％，英、德、瑞纸仅各占１０％，而大战 后，香港与英纸则一蹶不振。就地域而言，华中进口日纸最

多，约占我国进口日纸总值的５０％，其中上海每年均占华中进口日纸总值的９０％以上。１９２６年以

后，华北日纸进口量突增，平均占全国日纸输入总值的２４％，最高时占华北洋纸进口总值的８０％以

上，最低时亦占５３％。东三省日纸进口约占该区洋纸输入总值的７０％，英、美、德诸国纸张“远非其

敌”，英、美两国纸类销于华北者较少，德纸虽然稍多，然而最高时也仅及日纸价值的四分之一。蔡

谦据此认为，数年内输华日纸将“不致有何变动”，因为我国新式制纸工业尚出于萌芽时期，“绝难与

日纸竞争”，而英、美等国虽然产纸甚多，但是“自用尚不敷，或无巨大余量可供给中国”，而德国、加

拿大和瑞典、挪威等国，“余纸虽多，但均就近销于欧美一带，或亦难完全代替在华之日纸也”［２］８８－８９。

中国造纸工业落后而逼迫深度依赖日纸，时人对此甚感羞辱：“中部杨子江流域及北部黄河下流，素
称我国文化中枢，凡百皆先进，而洋纸之需要，则以自日本之输入者为主，宁不可羞。”［２２］

近代中国的最大威胁显系日本。囿于对中日国力尤其是军力不均衡的考量，国人屡以抵制日

货作为报复和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抵货运动频繁发生，实已证明此举效力极其有限。日货

大量输入中国，本系国人发动抵货运动的逻辑前提，但此亦严重制约抵货效力的充分发挥。正如时

人所言，抵制日货不失为一种报复手段，既可惩治日本，且为中国自存之关键所在，但就纸张而言，
“国人所用以抵制仇货之传单，其本身即是仇货，盖不大可痛心也？”［２８］反日宣传竟然被迫采用日本

纸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深刻彰显后 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不可回避的经 济 约 束 问 题。实 际

上，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博弈交锋，始终是抵制外货运动的历史实态之一，而在民族主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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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回响于天地之间的当下，如何兼顾两者关系，不可能不严肃拷问每一个中国人的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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